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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消除教育性别不平等①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一。

中国政府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 2020年）》提出：

“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受教育程度持续

提高。”日前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

大力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尽管随着中国教育总体水平的不断

提高，义务教育入学率上的性别差距不断缩小，但是随着教

育层次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入学率差距仍然很大，在成为

文盲的可能性、残疾儿童接受特殊教育的可能性等指标上，

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扫盲教育、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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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女童的失学或辍学、高中阶段女生的入学率、高等教育

阶段女生的专业选择，[1](P13) 以及家庭的教育投资和教育回报

等方面，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性别差异。按照联合国的统计，

2009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世界排名第 92位，性别

相关发展指数（GDI）排名第 75位，性别赋权度量（GEM）排名

第 72位，2011年中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排名第 35位。
[2][3]因此，中国的教育性别差异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值得关注

的问题。

和其他教育公平问题相比，教育性别差异具有特殊的复

杂性。这首先体现在对教育性别差异的度量上。根据不同的

指标，教育性别差异表现出不同的趋势。中国在缩小教育性

别差异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比如基础教育入学率上的性别

差异不断缩小，年轻一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等。但是

女性也面临更高的辍学、复读风险，女性整体受教育水平仍

然低于男性。此外，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还存在明显的地区、

民族和阶层特征，异质性很高。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在校成

绩（学术表现）高于男性，但是毕业后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却低

于男性。女性在利用教育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机会的

可能性和回报上仍然低于男性。其次，教育性别差异的影响

因素也很复杂。个体的生理特征会影响教育成就（比如成绩）

的性别差异；教育、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社会发展政策、制度

安排也会影响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的差异；而传统习俗以及

由此导致的家庭偏好（比如婚姻匹配、养儿防老等）同样会影

响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因此，教育性别差异不仅受到教育

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影响，也受到家庭决策影响，而且

在本质上说，后者的影响更大。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教育性别差异的现状以及变化趋

势的原因，并基于此明晰未来政策的努力方向，本文从经济

学视角对近年来有关中国教育性别差异方面的研究———特

别是量化研究———进行了综述。在介绍了一个用于研究教育

性别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之后，本文从教育机会获得、教育学

术成就、教育与改善生活机会（特别是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

关系）三个方面对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

重点在于解释影响中国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并对这一主

题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二、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分析框架

亚洲开发银行曾经提出了一个用于研究教育不平等的

框架。该机构将教育不平等指标分成与性别相关的、与收入

相关的、与地区相关的以及与社会文化相关的四个维度。具

体到与性别相关的教育不平等，又包括三个方面：各级教育

获得情况上的性别差异；在教育上取得成功的机会的性别差

异；利用教育来改变生活机会的可能性的性别差异。[4][5](P6)这三

个方面组成了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研究客体———什么方面上

的不平等。

对于第一个维度，通常用各级教育的入学率、平均受教

育年限、不同受教育层次的人口比例等指标度量。对于第二

个维度，可以用各级教育的升学率（特别是升入高中阶段和

大学阶段的升学率）、在校学业成绩和学术表现等指标度量。

对于第三个维度，体现了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赋权工具（em-

powerment），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个人未来的生活质量与

生活机会。一方面，教育通过影响认知能力，“提升了女性的

质疑能力、对所处地位的反应和行动能力，并提高她们获取

信息的能力，从而扩展了女性的自由”。[6](P91)另一方面，教育直

接影响了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和收入状况。[7]因此，针对

第三个维度，可以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性别差异、职业获得

的性别隔离、教育与女性政治参与率等方面度量。

在目前国内的研究中，教育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主要侧重

于前两个维度，也即关注入学机会、学习成绩、学术成就上的

性别差异。而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对第三个维度也投

入了巨大的热情，他们尤其感兴趣的是，教育作为一种重要

的赋权工具，是否起到了改善女性生活质量、增进生活机会

的作用？特别是就社会学而言，性别本身就是影响社会分层

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社会学专门从“性别分层”（sex/gender

stratification）这个角度来解释教育、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的

性别差异。

无独有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从

2010年开始正式发布性别不平等指数（GII），该指标是对以

往的性别相关发展指数（GDI）和性别赋权度量（GEM）的改

进。该指数将受教育程度和议会席位中女性代表比例都纳入

到“赋权”这一测量维度下，此外还包括生殖健康和劳动力市

场两个测量维度。这一新的计算方法“承认了各维度间是互

补的，并且学校教育的不平等往往与———比方说———工作机

会的获取以及产妇死亡率相关”。[6](P90)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 2020年）》提出了促进妇女发

展的几个重要领域。其中，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

经济、妇女参与决策与管理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女性的

教育发展密切相关。根据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女性教育水平

的提高具有提高经济和健康水平、降低生育率、增加社会参

与程度的外溢效应。这些外溢效应都体现了教育作为一种赋

权工具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由此可见，要全面的衡量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不仅要

考察起点上的机会不平等，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教育作为一种

赋权工具所产生的结果上的不平等。正如本文后面将要阐释

的那样，研究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需要在一个供给和需求相联

系、成本和收益相统一的权衡与反馈机制下进行考虑。由于

教育具有经济回报和社会赋权的双重效益，[8](P25) 因此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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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上的教育性别差异直接影响到第一个维度的教育机会

获得和第二个维度的教育学术表现。

三、中国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研究进展

根据前述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研究客体，关于中国教育性

别不平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一是关于全国总体教

育性别差异情况的研究，特别是教育获得机会上的差异；二

是关于大学专业选择和各教育阶段学业成绩上的性别差异

的研究；三是关于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职业性别分割等有

关教育与赋权的研究。这基本对应于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研

究框架。

对于每一种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研究客体，我们首先要了

解其现状和变化趋势，其次要解释造成这种变化趋势的原

因。总体而言，目前相关研究以描述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现状

和趋势居多，探究其成因的相对较少。在前一类研究中，多数

研究以个别时点的数据进行分析，利用长期的、连续性的数

据进行历史变化趋势研究的较少。本文接下来在简单回顾有

关现状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基础上，重点讨论影响教育性别差

异的原因，这既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

一步加强的地方。

（一）教育性别不平等的总体情况

1.现状与变化趋势

新中国成立 60多年来，中国女性的教育水平有了显著

提高，教育性别差异不断缩小。特别是改革开放的 30多年

来，教育上的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减少，在有些指标上，女性的

教育发展水平甚至超过了男性。美国宾州大学社会学教授韩

怡梅等人（Emily Hannum et al.,）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

据（CHNS）的研究发现，1989年，12- 18岁人口入学率存在显

著的性别差异，当时男性的平均入学率为 61.0%，而女性为

57.6%。到了 2000年的时候，男性平均入学率为 76.4%，女性

为 73.9%，两者之间不具有显著差异。1989年 12- 18岁男性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0年，女性为 6.6年；到了 2000年，平

均受教育年限的性别差异有所逆转———男性为 8.1年，女性

为 8.2年。[9]康内利和郑真真（Connelly and Zheng Zhenzhen）利

用 1990年和 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同样发现，10年之间

中国 10- 18岁人口的入学率性别差异有了极大的缩小，特别

是农村地区女童的入学率有了惊人的提高，而城市地区的女

性入学率甚至超过了男性。[10]

但是教育性别差异仍然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农村

妇女扫盲、义务教育阶段的女童失学和辍学率偏高、中等职

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性别选择差异明显、大学阶段女性专

业选择等。[1]尤其重要的是，当城市地区的教育性别差异逐渐

缩小甚至逆转的时候，农村地区的教育性别差异仍然存在。

农村女性在入学注册率和毕业率等方面等显著低于男性，[11]

女性文盲人口约为男性文盲人口的两倍多，教育性别差异在

西部农村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7]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教育

性别差异越来越明显，而且这种性别差异更多的体现为城乡

的差异，而不是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12] 方长春根据

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初等教育中

的性别差异基本消失，但在中等教育层次存在着较大的性别

差异，并且缩小趋势相当缓慢，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缩小趋

势较快，但是女性更多地是接受较低层次的高等教育。[13]此

外，女性在利用教育改变生活机会（life chances）、提高生活质

量上的可能性仍然低于男性，比如广泛存在的女性就业歧

视、女性社会政治参与率偏低等。[14]

2.影响因素

由于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到学术表现以

及未来生活机会上的不平等，因此理解影响教育机会性别差

异的原因异常重要。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社会性别歧视、性

别刻板印象等社会、文化因素解释了教育机会获得上的性别

差异。

来自经济学的研究表明，通过普及型的教育扩展政策有

助于促进教育机会上的性别平等，但是仅仅依靠教育系统的

政策、制度还不足以缩小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因为影响教

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原因是如此复杂多样，它与个人的、家

庭的、社会的因素有关，同时也与文化的、人口的、经济的因

素有关。

宏观的经济发展是否会缩小教育性别差异？对此有两种

理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15](PP275- 299) 现代化理论（modern-

ization theory）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济不断增长，性别不

平等将会减小。而另一种所谓的“发展过程中的女性”（wom-

en in development）理论则认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将扩大

性别差异，因为男性相对而言更能从改善的经济环境和发展

机会中受益。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的教育政策一直在追求

效率和促进公平之间摇摆，[9] 因此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变动趋

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时期政府政策关注重点的影响。例

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谢宇教授和韩怡梅（Xie Yu and Han-

num）发现，在政府强调经济增长的时期，教育性别分层有所

加剧；在政府政策目标以追求生活公平为主的时期，教育性

别不平等有所缩小。[16](PP73- 98)韩怡梅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 20

世纪 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尽管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改善了

家庭经济条件，从而有利于女童的教育机会，但是教育性别

不平等并没有随着市场化进程而缩小，这一结论支持了“发

展过程中的女性”理论。[15](PP275- 299)这就意味着教育性别不平等

并不是一个随着蛋糕做大就会缓解的自发过程，必须采取相

应的公共政策来弥补。

最近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学的———提出了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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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视角，也即从宏观的人口变化趋势出发，探讨其引发的

微观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变化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相对于男性而言，家庭背景对女性教育获得

的影响更大。[17](PP60- 82)[18][19]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男女面对相同

的甚至更加偏向于女性的教育发展政策时，如果仍然存在着

各种形式的教育机会上的性别不平等，那么我们需要从家庭

层面寻找其原因。如果说教育的社会阶层不平等、地区不平

等更多地体现了不同家庭之间某种特质上的差异，那么教育

性别不平等则更可能源自家庭内部在不同性别子女之间的

资源分配差异。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会对不同性别的子女的教育获

得产生不同的影响，其直接原因来自家庭所面临的预算约

束。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贝克尔教授提出的“孩子数量和质

量权衡理论”认为，在有限的家庭资源约束下，父母生育的孩

子数量越多，每个孩子能够分配的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

资源就越少，从而平均来看，孩子的质量（用教育获得水平或

健康水平来衡量）就越低。[20](PP279- 288)加上中国传统的男孩偏好，

这种资源约束下的教育投资模式对大家庭中的女孩尤其不

利。[21](PP3- 30)而中国自改革开放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直接

改变了家庭规模，从而有可能对家中不同性别的孩子的受教

育水平产生影响。相关研究的确发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导致家庭生育数量下降，家庭规模缩小，这间接提高了家中

女孩的受教育水平。[22](PP74- 92)[23](PP223- 243)[24]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

中，母亲（或女性）的影响对女孩受教育的作用更大。比如一

项对甘肃省的研究发现，母亲的性别偏好和家庭中女童的教

育激励期望密切相关，特别是对于那些持传统性别偏见的母

亲而言更是如此，这种性别观念会影响到子女将来的教育发

展过程。[25](PP131- 157)此外，简单的以增加家庭总收入为目标的扶

贫政策也许并不能有效地改善女性的教育水平等福利地位。

例如钱楠筠（Nancy Qian）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家庭总收入

的上升并不能显著提高女孩存活率和受教育水平，但是女性

相对于男性的收入增加则对女孩的福利有积极的影响。[26]

(PP1251- 1285) 这就意味着夫妻双方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决策是分

别做出的，决策主导权取决于各自的经济地位。在涉及家中

女孩教育投资决策时，妻子的决策更具主导作用。[27]这些发现

都表明，要想提高女童受教育水平，关键要提高其母亲的教

育水平，教育的这种代际传递效应在女性身上体现得尤其明

显。

（二）学术表现上的性别差异

1.现状与变化趋势

学术表现上②的性别差异往往是造成未来收入上的性别

差异的重要原因。由于此类研究需要标准化的测试成绩、大

学录取信息等，国内相应的研究数量较少。已有研究基本都

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的“男孩危机”

（boy crisis）现象类似，中国的女性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成

绩往往优于男性，但是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特别是专业选

择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性别“分割”。

一项利用北京市 7235名中学生样本的研究发现，女生

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成绩都优于男生，并且男生在中学的

辍学率要高于女生，女生的这种领先优势比美国同类研究表

现得更加明显，而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小学阶

段的初始成绩差异。[28]郭丛斌、曾满超和丁小浩发现，理工类

高校男生比例过高是造成总体上高等教育机会性别差异大

的重要原因，这种差异在农村地区尤其明显。女生的在校成

绩优于男生，但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起薪却低于男性。[29]

(PP383- 399) 这意味着教育作为一种改善生活质量的赋权工具，对

于女性而言发挥的作用较小。陆根书、刘珊、钟宇平针对

10909名高中生的研究发现，高中生的高等教育需求性别差

异不大，但是专业选择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性别角色、家庭

收入水平和教育期望是影响专业选择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
[30]文东茅基于 1998年和 2003年两次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

据的研究发现，男女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业成绩并无显著差

异。[31]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岳昌君利用更新的 2009年高校毕

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发现，女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优

于男生，但是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入

学机会上少于男生。[32]

2.影响因素

对于学术表现上的性别差异，国内已有研究主要基于教

育社会学视角和女性主义理论，从课堂教学过程和教材使用

等方面对此加以解释。[33][34][35][36]针对越来越明显的中国女生在

基础教育阶段的优异表现，有研究认为，这归因于父母更关

注女孩的教育、女生的非认知能力优于男生、现有的以应试

教育为导向的教育模式更适合女生的发挥等。[28]此外，一个不

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就是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以及母亲有关

性别角色态度的代际传递。在这一点上，国外的一项最新研

究具有启示意义。在这项针对 2009年 PISA成绩分析的研究

中，学者发现，虽然从全球范围来看女生在数学测试中逊于

男生，在语文测试中优于男生，但是在那些性别平等程度较

高的社会，女生在两个项目上的表现都领先于男生。而母亲

有关性别角色的态度会显著影响女生———而非男生———的

成绩，在母亲外出工作的家庭中，女生的测试成绩表现得更

好。[37]这一结论再次表明，提高母亲（女性）的教育水平具有明

显的代际效应。

②此类文献所说的学术表现（academic performance）既指学业成绩，也包括大学阶段的专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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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观察到的成绩上的性别差异可

能仅仅是教师的原因造成的。比如前述利用北京市中学生样

本的研究发现，在所考察的三种测试成绩中，初中第五学期

期末测试以及中学毕业考试上的成绩性别差异相对较小，而

高中入学考试成绩上的性别差异较大。这是因为前两种考试

在阅卷的时候并不匿名，因此教师会无意识地提高男生和女

生各自相对较弱的学科的分数———对于男生而言，会在语

文、英语科目上给出更高的分数；对于女生而言，会在数学、

物理等科目上给出更高的分数。而第三种考试是匿名阅卷，

因此表现出更明显的成绩上的性别差异———男生的数学、物

理成绩更高，女生的语文成绩更高。[28]如果其他研究进一步支

持这一发现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观察到的学术表现上的性

别差异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性别不平等。

上述发现反映了国外同类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基于

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解释学术表现上的性别差异。

在这种师生互动关系中，教师的性别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

素。教师的性别通过性别角色模型、自我实现理论等机制影

响到学生的学术表现。如果教师的性别和学生本人相同，那

么这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教师对学生成绩的主观

感知以及学生本人的学习努力程度，[38](PP528- 554)并且提高学生修

完课程的概率。[39]但是也有研究质疑了同性教师有助于提高

成绩这一假说，因为不同性别的教师倾向于选择教授不同的

科目，这就导致教师和学生的匹配是非随机的。[40](PP37- 53)不管怎

样，这些国外研究从解释视角和研究方法上都为我们提供了

有益的借鉴。

（三）教育收益率、工资与职业获得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1.现状与变化趋势

教育是个人获得收入、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影响

因素。教育能否作为一种赋权工具发挥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生活机会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不同性别的教育机

会获得、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或者说，教育对结果的影响———

表现为各种工具性收益———反过来会决定初始的教育机会

获得。下面我们就以教育收益率和职业地位获得为代表介绍

这方面的教育性别差异状况。

大部分关于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女性的教

育收益率高于男性。[41][42][43](PP730- 752)[44][4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女性教育收益率可能更高，但男性的工资仍然高于女性。[52]对

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教育对女性不仅具有直接提高生产

力从而提高工资的作用，还具有降低劳动力市场歧视的间接

收益。如果考虑了教育的这一作用，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将完全消失。[46]

在职业获得上也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李实和马欣欣发

现，20世纪 90年代后期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的职业性

别分割。[47]李春玲发现 1982年到 1990年期间的职业性别隔

离指数不断上升，而 1990年到 2005年间该指数有所下降。[48]

(P46)岳昌君利用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女生在

就业落实率、起薪水平和就业满意度上低于男生。并且男生

和女生在就业的行业类型、产业分布以及单位类型上存在较

为明显的性别分割。男生在第二产业、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就

业的比例更高，而女生在第三产业、私营企业、事业单位的就

业比例较高。[32]

2.影响因素

造成教育收益率以及职业获得上的性别差异的原因很

多。一个常见解释是，这是因为社会性别歧视造成的结果，特

别是在父权制社会，由男性控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对女性产

生了歧视。比如有研究发现，生产率上的性别差异只能解释

中国的工资性别差异的一小部分，而歧视仍然是一个主要原

因，[49](PP587- 603)职业内的性别歧视是职业所导致的男女工资差异

的最主要原因。[47]针对中国城市地区就业和收入上的性别差

异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在人力资本上的相对劣势并不足

以解释就业和工资性别差异，关键原因在于市场对已婚和已

生育的女性产生了各种歧视。[50](PP1529- 156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

育在缩小工资性别差异上没有作用。有研究表明，教育水平

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降低女性面临的市场歧视，并进而缩小工

资性别差距。[45][46]

另一方面，这种市场歧视又随着经济转型进程表现出不

同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平均主义要求对具有

相同生产率的男性和女性支付相同的报酬，因此工资和职业

上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但是经济转型要求工资应该等于个

人的技能，市场付出要有所回报。由于男女先天的在某些技

能上存在差异，加之转型之后的雇佣和薪酬制度更多地是由

微观经济主体作出决策，因此性别差异有可能会扩大。[49]

(PP587- 603)前面提到过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过程中的女性”理论

就是关于教育和职业地位获得上的性别分层的两种理论解

释。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人均 GDP越高、第一产业产值比

重越低、非国有单位就业比重越高———这些都是表明市场化

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职业性别隔离程度越

高，[48](P67)这似乎是支持了“发展过程中的女性”理论，也即经济

发展的初期阶段不利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但是现代

化理论也同样获得经验证据的支持。稍早的一项研究发现，

中国在经济转型时期，各个地区的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工资比

率都在上升，并且经济改革步伐越快的地区，女性相对于男

性的工资比率越高，这种工资性别差异可以由分权化的工资

决定模式得到解释。[49](PP587- 603)

关于工资和职业性别差异的原因，学者还提出了其他不

同的解释。一种原因是在现代社会，适合女性的“女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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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教师、文秘等职位的增长速度较慢，而适合男性的企业

工作增长较快，这也是造成男女毕业生就业机会和就业结果

差异的原因。[31]另一种原因可能来自女性自身对自己的评价

出现了偏差。经济学家 Bagues等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招聘委员会中女性主考官的比例越高，越不利于女性求职者

的最终胜出，因为女性主考官会倾向于高估男性求职者的能

力。[51](PP1301- 1328)但是不管是社会歧视也好、自我选择也罢，提升

女性的教育水平都能有效地提高女性的劳动力配置能力，缩

小工资和职业上的性别隔离。

四、未来研究展望

有关教育机会获得、教育学术表现、工资与职业获得等

三个方面的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

进展。根据前面的文献回顾，未来的相关研究有可能在以下

几个方面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首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我们解释教育机会获得上

的性别差距变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计划生育政策这一

独特的自然实验工具有可能通过两种机制影响到教育获得

上的性别差异。其一，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生育率下降、家庭

规模缩小有可能缓解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从而有利于家庭

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特别是女孩的教育机会将获得更大的改

善。尽管已经有一些研究表明，人口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降

是造成教育性别差距缩小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样也有学者提

供了反对的证据。[16](PP73- 98)[52]对此我们还需要提供更多的经验

研究以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其二，计划生育政策导

致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意味着女性相对男性更加稀缺，按

照经济学的假设，这无疑将会提高女性将来在婚姻市场上的

讨价还价力量。因此，传统的男孩偏好可能会随之改变，这将

有利于女孩的受教育状况并进而影响到教育性别差距。尽管

已经有研究探讨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社会、经济后果，但

专门将出生性别比与教育性别不平等联系起来的研究尚不

多见。

其次，准确的解释教育机会获得上的性别差距变动趋势

还需要与婚姻模式、养老模式等社会结构变化联系起来，这

也是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影响时所必须

考虑的两点因素。父母在子女身上进行教育投资，其中两个

重要的收益就是可以提高孩子未来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能

力，或者提高父母未来的养老收益。因此子女的教育投资决

策是和婚姻关系、社会保障政策的变化相联系的。孙志军曾

经从“养儿防老”、“匹配婚姻”的角度对教育性别差异进行了

解释，但后续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53]2011年哥伦比亚大学

魏尚进教授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这一主题

具有启示意义。他们发现，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可以解释

中国持续增加的储蓄率。育有男孩的父母为了提高儿子今后

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会竞相增加储蓄。[54](PP511- 564)在此基础

上我们可以推论，这种“竞争性储蓄动机”结合目前中国房地

产改革所引起的“婚姻财政”关系变化，③父母传统的男孩偏

好有可能因此随之改变，而这会进一步影响到对女孩的教育

投资。弗朗西斯（Francis）关于中国台湾省的经验研究证明了

这一点。他发现，1949年国共内战后赴台人员急剧增加，这引

起了岛内人口性别比上升。这一事件的连锁反应就是，男性

相对女性较多导致结婚的彩礼比嫁妆更昂贵，因此父母更偏

好生育女孩，家中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有所增加。[55]

(PP813- 837)

第三，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教育获得机会和教育成就

（既包括学业成就，也包括教育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之间的互

动机制，特别是预期的教育成就是否会影响初始的家庭教育

投资机会，从而造成教育性别差异。教育获得体现的是起点

上的可能性，是否让女性接受教育，是否让其接受好的教育，

这直接关系到教育成就———在校成绩和将来的教育收益。反

过来，教育成就的性别差异又会影响教育获得的家庭决策和

政策设计。如果女性的在校成绩高于男性，但是劳动力市场

回报却低于男性，这显然会打击家庭对女童的教育投资意

愿。如果劳动力市场回报的性别差异仅仅是制度性歧视所

致，那么反歧视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将促进教育获得的性别

平等。目前，仅有李宏彬和张俊森的两项研究直接检验了未

来劳动力市场上的教育红利以及性别教育红利对不同性别

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27][56] 这无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

对文献的回顾表明，中国的教育性别不平等是一个复杂

的、动态变化的现象，缩小教育性别差异，提高女性的教育获

得程度，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女性教育水

平的提高对降低生育率、促进女性以及整个家庭的社会生活

参与程度、提高子女健康和教育水平、降低犯罪率等都具有

积极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制定旨在促进女性教育获得的

政策，就需要对制约女性教育获得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判

断到底是供给不足所致（比如教育普及覆盖面仍然不够），还

是需求乏力所致（比如家庭更加偏好让男孩接受教育），这样

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政策。相关研究告诉我们，仅仅采取普及

型的教育供给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缩小这种不平等。我们必

须结合人口变化趋势、社会保障政策等其他社会结构的变化

来综合考虑这一问题，统筹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将是

一条合理的应对途径。

③婚姻财政系指婚嫁时男方支付的彩礼与女方支付的嫁妆。婚姻市场供需力量的变化会影响彩礼与嫁妆的相对数量。目前

民间所谓的“生儿子是建设银行，生女儿是招商银行”就是对这一说法的形象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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